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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职业健康防护与劳动权益保障体现了“投资于人”的理念，是构

筑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以

2013 年工伤预防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 2011~2016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

据和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工伤预防试点工作显著提升

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检验表明，效率提升效应和福利优待效应是工

伤预防产生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的主要渠道。该政策效果突出表现在生产

经营风险较低、劳动边际收益较高或劳动力流动性较弱的企业，以及维权

意识较强、营商环境或职工培训环境较优的地区。本文研究为中国建立健

全工伤预防的长效机制，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和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提供

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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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23 年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

人”紧密结合起来，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理念的深刻跃升，投资于人成为支撑

新阶段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

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是劳动者以身体为本，如果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不到有效保障，那么增加其收入的政策努力也是“无本之木”。

因而，如何维护劳动者生产安全和职业健康，实现“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美好

愿景，是切实保障劳动者收入来源长期可持续性，稳步提升劳动要素报酬的基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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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而社会保险作为最基础且兜底性的公共领域投资于人方式，应当是加强劳动

者权益保护、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有效举措，其中工伤保险更是面向所有劳动者、

聚焦劳动保护与覆盖全流程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机制。《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人社部发〔2020〕90 号）和《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2026-2030
年）》（人社部发〔2026〕20 号）均明确指出，工伤预防是“预防、康复、补偿”三位一体

工伤保险制度体系中的优先事项，是保障职工安全健康，实现稳定就业和企业持续

健康发展的关键手段。综上所述，加快构建工伤预防长效机制不仅是投资于人、尊

重劳动、关心劳动者的“劳动观”基本底色，也是提升劳动要素收入分配、实现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

随着工伤保险覆盖范围的逐步扩大，全国各地基金规模和参保人数达到较大

基数，中国政府开始探索建立事前工伤预防的工作模式和制度体系。为先行先试

积累经验，2013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展了工伤预防试点工作，选取天津等

50 个城市作为试点，通过提取规定比例的工伤保险基金收入作为工伤预防费用，用

于宣传培训等工作，增强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以及企业的

安全重视程度，实现从源头上减少工伤事故伤害和职业病危害。本文以此为准自

然实验进行效应评估，利用 2011~2016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深入

探究以工伤预防为代表的投资于人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研究发

现，该项制度有效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内在的传导机制包括提高在岗职工

薪酬的“福利优待效应”和增加企业生产率的“效率提升效应”。

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边际贡献：第一，拓展了工伤保险制度及其中工伤

预防举措的实证研究。已有研究仅使用省级数据或者上市公司数据，样本精细

度和整体代表性有待提升，并且政策评估只停留在直观的安全生产治理效果层

面。本文利用全国税收调查的微观企业数据，进一步深挖工伤预防的多维间接

治理效应。第二，从工伤预防这一崭新视角揭示了投资于人（劳动者）政策与劳

动收入份额的因果关系。国内的劳动保护相关文献大多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或最低工资制度。然而，工伤保险

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部分，却鲜有文献涉及。本文拓展了社会保障

与生产要素收入分配这一传统领域的研究范畴。第三，全面剖析了工伤预防产

生收入分配效应的内在机制。大多数文献研究劳动保护的刚性约束制度，往往

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额外负担，扭曲劳动力市场（张克中等，2023）。本文则是

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论证了工伤预防工作通过专家培训和媒体宣传等事前预防

工作，既能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将企业的“蛋糕”做大，又能提高劳动要素报酬，

让劳动者分享到更多“蛋糕”。以上改善性成效不仅符合当前优化营商环境、为

企业发展松绑助力的现实背景，也达成了保障劳动者权益、提升劳动要素收入

分配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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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背景、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

2003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工伤保险条例》（下文简称《条例》），并于 2004 年 1 月

起正式实施。区别于社会保险的其他险种，工伤保险基于工伤职工的赔偿责任而

建立，主要包含工伤预防、工伤补偿和工伤康复三大主体内容，保险费用完全由用

人单位承担，旨在保障劳动者遭受安全事故伤害或患上职业病时能通过法定渠道

及时获取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有效维护广大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生存权和劳动

权。其中，工伤预防处在事前环节，对于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尤其重

要。2009~2010 年，河南、广东和海南三省部分城市曾开展了为期近一年半的工伤

预防探索工作，为后来全国范围的工伤预防试点提供了先行先试经验。2010 年，国

务院颁发第 586 号令，修改了《条例》中有关工伤赔付的部分内容，并进一步扩大了

工伤认定范围。

2013 年 4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工伤预防试点工作

的通知》（人社部发〔2013〕32 号）。按此文件指引，2013 年 10 月发布的《关于确认

工伤预防试点城市的通知》（人社厅发〔2013〕111 号），正式确认天津市等 50 个城市

（统筹地区）作为工伤预防试点城市，其中包含此前所有的先行试点城市，具体城

市名单详见附表 1①。工伤预防试点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试点城市从工伤保

险基金中提取一部分资金作为当地工伤预防费用，额度标准是本统筹地区上年度

工伤保险基金征缴收入的 2% 左右。二是工伤预防费用定向用于当地工伤预防宣

传、培训等各类工伤预防项目。宣传工作重在增强在岗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工

伤事前预防意识以及用人单位的安全生产意识。教育培训工作主要是加强高危

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部门管理人员等重点在岗人员的技能训练和知识积累，实

现工伤预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面推进工伤预防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此

外，支持引入除地方政府、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选拔一批安全生

产技术专家指导工伤预防相关工作，定期免费为企业进行安全检查，为职工进行

健康体检，并在未来形成长效管理机制。三是工伤预防费用纳入工伤保险基金预

算，实行专款专用、专项管理。具体项目实行合同管理，完成后由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验收并接受绩效评估，确保工伤预防费用使用精准高效，使项目方案的各项举

措落到实处。

2015 年起，北京（2015 年）、贵州（2016 年）、青海（2016 年）、山东（2018 年）、江西

（2018 年）和宁夏（2018 年）也相继获批工伤预防试点资格。2020 年 12 月，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工伤预防工作在全

①　本文附录详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网站，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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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范围内铺开。然而，为避免不同批次试点可能产生的异质性处理效应问题，本文

只评估 2013 年批次全国工伤预防试点政策的处理效应。

随着 2013 年工伤预防试点工作的正式实施，企业生产、劳动者工作的环境确

实发生了明显改善，工伤事故发生率呈现下降趋势。如附图 1 所示，在工伤预防

试点以前（2005~2012 年），全国认定（或视同）工伤的劳动者人数逐年上涨，由

2005 年 51.2 万人增长至 2012 年 117.4 万人，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员的比重高达

75.62%，年均增速 13.11%。开展工伤预防试点以后（2013 年起），从 2013 年 118.3
万人，2017 年 104.0 万人，到 2020 年维持在 112 万人左右，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

员的比重降至 57.70%。进一步地，基于本文实证分析样本绘制出安全生产事故发

生频次与死亡人数的时变曲线（如附图 2 所示），可以发现，在工伤预防试点之前，

处置组与控制组城市的两个指标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然而，在 2013 年工伤

预防试点开始之后，处置组城市的安全生产指标出现了明显好转，事故发生频次

与死亡人数迅速回落，整体状况与控制组城市趋同，这直观体现了工伤预防试点

工作在改善安全生产环境方面的显著成效。以上描述性分析结果为下文实证评

估政策效应提供了先验的逻辑基础和事实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一支文献聚焦工伤预防及工伤保险制度。国际上许多学

者热衷于探究企业事前预防费用的成本收益，Shalini（2009）和 Elias 等（2011）一致

认为，投入事前预防费用所产生的生产经济效益远大于不采取任何事前保护措施

而造成的成本损失，提取事前预防费用的期望收益为正。当企业发生重大生产事

故时，涉事员工可能暂时性或永久无法参与工作，这必然会对企业产生严重的人力

资本冲击以及不可估量的经济财产损失（Fernández-Muñiz 等，2012）。因此，投入事

前预防成本是十分必要的，该费用不仅能有效提高事中劳动生产率和事后企业经

营绩效（Lamm 等，2006），还有助于提高员工满意度，避免劳动力流失（Fernández-
Muñiz 等，2009）。当所在地区企业的工伤事故发生率降低时，企业的市场行为表现

将受到正向影响，从而提升区域市场竞争力（Bayram 等，2016）。相较之下，国内针

对工伤保险制度的研究较少。Li 等（2008）发现工伤具有流行病学特征，工伤职工

在性别、年龄、职业、受伤部位、教育程度等方面具有明显地域性，故而工伤预防工

作需要因地制宜。也有文献证实了工伤保险和工伤预防可以有效改善地区安全生

产状况，降低工伤事故伤害率（胡务和李天驹，2023），却显著阻碍了工伤高风险行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胡务等，2017）。

另一支相关文献评估了劳动保护制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但研究结论

仍有分歧。在国内学界，钱雪松和石鑫（2024）以 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该制度能有效提升生产性劳动力占比较高企业的

劳动收入份额。各城市不同程度的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影响了企业生产经营投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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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通过劳动与资本的要素替代效应（万江滔和魏下海，2020）和企业间要素资源再配

置效应（杜鹏程等，2022），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关于 2011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张同斌等（2023）认为其为在岗员工带来了社保和薪酬福利

待遇的显著“收入效应”，同时人工成本上升对企业要素投入没有显著“替代效应”，故

而实现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相反的是，张子尧等（2023）认为该项法律带来的企业

社保缴费额外负担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主要原因在于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上的企业垄断势力有所上升。国外有一众学者探究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劳动保护制

度，发现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既有促进作用（Deakin 等，2014；McKenzie，2018；
Ciminelli 等，2022），也有抑制作用（Neumark 等，2004；Bosch 和 Manacorda，2010）。综

上，现有文献仍未探讨工伤预防工作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关系。

（三）理论分析

安全生产高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工伤预防作为工伤保险的优先事

项，其政策出发点在于通过提取并合理使用工伤预防费用，采取针对性举措“防患

于未然”，推动市场主体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基于上述政策目标，本文从理论层

面探究工伤预防试点工作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及其机制路径，具体作用机

理如附图 3 所示。

1. 效率提升效应

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等刚性劳动保护制度会强制

规范企业行为决策，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约束以及额外负担（刘媛媛和刘斌，

2014），工伤预防试点是一项对企业友好型、以公共支出为内容的柔性劳动保护政

策，意在为企业生存发展厚植安全土壤，发挥安全防范效应（Fernández-Muñiz 等，

2012；胡务和李天驹，2023）。其第一任务是促使企业加强内部安全生产管控，筑

牢“防火墙”，从源头上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减少不必要的经济财产损失、负向人

力资本冲击乃至可能面临的行政处罚成本（“降成本”），这将有助于提升企业“投

入—产出”效率。而且，强有力的安全生产保障帮助企业显著降低期望风险

（Shalini，2009），经营者可以更加放心地专注业务发展（“强信心”），减少资金配置

和生产要素投入时的后顾之忧，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Bayram 等（2016）也

指出，职业安全保障体系越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概率越低，当地企业的市场竞

争力也越强。工伤预防试点从员工利益出发，着重改善生产过程中的软件和硬件

条件，优化安全生产环境，从根本上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这种以

人为本的软环境激励以及由此产生的归属感，将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员工的生产积

极性（许晨曦和金宇超，2021；Caskey 和 Ozel，2017），从而有效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

（Lamm 等，2006；牛志伟等，2023）。综上，工伤预防试点工作对当地企业产生了

“效率提升效应”，增加了劳动收入的贡献度，进而扩大初次收入分配的企业生产

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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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利优待效应

企业生产发展环境的稳定性会影响劳动和资本要素的收入分配结构。基于

“企业—员工”委托代理问题的线性工资理论模型，员工工资被视为计时工资（基

本工资）与计件工资（可变绩效工资）的组合，当企业生产经营风险下降时，员工

可变工资的比例会上升，以弹性工资为标志的人工成本与风险成本具有一定的

替代性（贾珅和申广军，2016）。工伤预防试点工作通过增强劳动者的安全意识、

维权意识和用人单位的守法意识，有效降低了企业生产经营风险及其相关成本

支出，这对在岗职工的劳动薪酬、各类保险或福利待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将

赋予他们更高的收入分成比例（Fernández-Muñiz 等，2009；Chang 等，2015；赵城和

熊瑞祥，2023）。相反地，当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不确定性加剧时，在逆向选择机

制下，企业能为职工支付的实际报酬必将被“挤出”（Kugler 和 Saint-Paul，2004）。

上述逻辑有别于劳动经济学中的补偿性收入差异理论：当工作条件改善时，工资

存在下降趋势。该理论认为，企业的人工总成本在不同用途之间存在此消彼长

的关系，劳动者工作安全性提升要以工资下降为代价；反之，高风险岗位的职工

可以获得一定补偿性收入。然而，工伤预防工作通过专项财政资金进行外生干

预，为企业进行安全检查，为员工进行健康体检等，降低工伤事故概率和职业病

风险，同时并未挤占企业的人工成本支出预算，因而并不会挤出本该分配给劳动

者的所得。相反，工伤预防的宣传培训工作进一步明确了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

生产关系以及生产过程所需的健康安全保障，增强了职工的自我保护法律意识

和争取正当权益的议价能力，缓解了劳资双方在劳动要素市场中地位不平等的

问题（王琼和叶静怡，2016），有助于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机制和要素收入分配格

局，确保“劳有所感，劳有所获”。综上，工伤预防试点工作对劳动者产生了“福利

优化效应”，强化了企业对劳动者的优待意识，促使企业为职工支付更高的工资

薪金和福利待遇。

如附图 3 所示，工伤预防试点工作不仅通过“效率提升效应”和“福利优待效

应”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还在两条机制路径之间产生相互促进作用，对劳动收

入份额产生协同效应。一方面，工伤预防试点工作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为

在岗职工工资福利水平的稳定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贾珅和申广军，2016）。

而且，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的价值创造，能够激励企业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保

持企业生命力和竞争力，具体可能表现为增加劳动要素投入和对在岗职工的生产

技能培训（何轩等，2020）。另一方面，工伤预防试点工作提高劳动工资率，对职工

形成最直接的经济激励，促使他们自觉提高工作效率（Lazear，2000；Cette 等，2016）。

由此可见，工伤预防试点工作实现了劳资双赢，形成了“员工福利优待—企业效率

提升”的双向良性循环。本文还构建了一个嵌入地方政府工伤预防费用支出的企

业生产行为决策理论模型（详见附录），通过最优化推导均衡结果，揭示了工伤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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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的“效率提升效应”和对员工的“福利优待效应”，以及如何汇集作用于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下文将进行针对性的实证检验。

三、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处理

本文实证分析主要用到两份数据：一是宏观层面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2012~2017）。二是微观企业数据来源于 2011~2016 年全国税收调查

数据，该数据是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企业进

行填报，每年涵盖各类行业约 70 万家不同规模的企业，样本量大且有较高代表

性。之所以选择 2011 年作为样本起始年份，是因为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2011 修正）》均

在 2011 年实施，第一项改革与工伤预防试点政策直接关联，后两项改革事关劳动

要素收入分配结果，均可能对本文计量回归产生干扰。

在实证分析前，本文借鉴基于税收调查数据的既有文献（Liu 和 Mao，2019；张
子尧等，2023；钱雪松和石鑫，2024）进行数据处理：第一，基于原始样本，剔除无纳

税人识别号的企业、无行业分类和无社保缴费信息的企业。第二，剔除营业成本

小于 0、营业收入小于 0、总资产小于 0、固定资产小于 0、总负债小于 0、固定资产大

于总资产、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流动负债大于总负债、总负债大于总资产、职工

人数小于 50 人的样本，避免指标统计错误或异常值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第三，

剔除所在行业为金融业的企业。第四，根据纳税人识别号提取企业所在城市的行

政代码前四位，对于无法识别出城市的企业，通过企查查或天眼查进行手工查找

补充。第五，通过《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手工整理得到的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

据，通过城市行政代码和年份进行“多对一”横向匹配，未匹配的企业所在城市不

属于年鉴统计范围，均做剔除处理。第六，为克服异质性处理效应，本文仅评估

2013 年第一批工伤预防试点工作，故而剔除在样本期内 2013 年后自主申请试点的

北京、贵州和青海。第七，剔除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第八，剔除劳动收入份

额小于 5% 和大于 95% 的样本，避免双尾异常指标支配回归结果，造成估计偏误

（张子尧等，2023）。第九，考虑到工伤预防试点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单位开展，剔

除样本期内发生地区迁移的企业样本。第十，对其他连续型控制变量进行前后 1%
水平的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识别工伤预防试点工作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构建式（1）所示的

双重差分模型。

LISit = θ0 + θ1 IIPct + θ2∑Conit + ϑi + τt + εit （1）
其中，i 代表企业，t 代表年份，c 代表城市（不含中国港澳台地区）。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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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定义为劳动要素收入占全部要素收入的比重，本文采用要

素成本增值法来测度（白重恩等，2008），具体计算公式为：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营业收入-营业支出+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固定资产折旧）

核心解释变量 IIP 工伤预防，定义为若企业 i 所在城市 c 在 2013 年确定为工伤

预防试点地区，则 2013 年及之后取值为 1，其他取值为 0。需要说明的是，2009~
2010 年先行试点城市都是 2013 年的正式试点城市，后文将尝试剔除它们后进行稳

健性检验。ϑi 代表企业固定效应，τ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εit 代表随机扰动项。最

后，由于工伤预防试点工作是在城市层面实施，同一城市内的企业有潜在相关性，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均采用聚类至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在控制变量 Con 方面，借鉴既有研究（张子尧等，2023），选取微观层面控制变

量包括：企业规模，用企业总资产取自然对数值衡量；资产负债率，用总负债占总资

产的比重衡量；资产净收益率，用企业净利润占总资产的比重衡量；固定资产率，用

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衡量；所得税税负，用所得税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衡

量；现金净流量，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占总资产的比重衡量。选取的宏观

层面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用城市人均 GDP 取自然对数值衡量；产业结构，

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城市 GDP 的比重衡量；财政自给度，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衡量；金融贷款规模，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总额占城

市 GDP 的比重衡量。

通过构建事件研究法模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如式（2）所示。其中，Treat 定义

为所在地是 2013 年工伤预防试点城市的企业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Yearj 定义为

j 年的时间虚拟变量，在 j 年取值为 1，其余情况取值为 0，窗口期前后未做截断或归

并处理。为避免回归出现完全共线性问题，将 2013 年（0 期）设定为基期，后文将尝

试改为-1 期进行稳健性检验（张子尧和黄炜，2023），确保结论不依赖于基期选择；

为控制政策发生前潜在的事前时间趋势，本文引入省份—时间固定效应和行业—

时间固定效应（周亚虹等，2023）。考虑到事件研究法存在统计低效能的问题，本文

还进行了事前估计系数联合显著性的 F 检验（Roth，2022）、放松平行趋势假定的敏

感性检验（Rambachan 和 Roth，2023）。其他变量定义与式（1）相同。

LISit = φ0 +∑j=2016
j=2011 ρj-2013Treati × Yearj + φ1∑Conit + ϑi + τt + εit （2）

附表 2 展示了回归样本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式（1）的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第（1）列的简式回归结果显示，在仅控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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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时，工伤预防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边际影响在 1% 水平

上显著为正。第（2）列和第（3）列依次加入企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工伤

预防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均无明显变化，表明工伤预防确实有效提升了企业劳动

收入份额，优化了企业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相较于非试点地区企业，在工伤预防试

点工作的作用下，试点地区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平均上升了约 2.6 个百分点，这充

分展现了工伤预防在提高劳动要素初次分配比重以及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重要治

理功能。

表1 基准回归

变量

工伤预防

微观控制变量

宏观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值

（1）
0.008***

（0.003）
否

否

是

是

479008
0.003

（2）
0.008***

（0.002）
是

否

是

是

479008
0.093

（3）
0.007***

（0.002）
是

是

是

是

479008
0.094

注：*、**、***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

准误。

（二）平行趋势检验

附图 4（a）展示了以 0 期为基期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从中可见，在工伤预防

试点工作开展以前，处置组与控制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并没有明显差异，事前回

归系数均未通过 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且联合显著性检验的 F 值为 0.682，P 值

为 0.410，即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这足以支持事前平行趋势假设，满足使用双重差

分模型的前提条件。事后回归系数均至少在 5% 水平上显著，联合显著性检验 F 值

为 10.093，P 值为 0.002，这不仅支持了表 1 的基准回归结论，而且进一步证实了工伤

预防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长期可持续。附图 4（b）是以-1 期为基期的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可见事前估计系数依然不显著，事后估计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

验，说明本文的平行趋势假设不存在基期依赖性。

但是，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的传统做法可能造成因果识别偏误。

Rambachan 和 Roth（2023）建议进行放松事前平行趋势假定的敏感性检验：首先，构

造事前平行趋势的最大偏离度参数（Mbar）；其次，计算出与参数 Mbar 对应的处理

后的点估计量和置信区间，若点估计量依旧显著异于 0 值，则说明政策处理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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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平行趋势的偏离度有较好的稳健性。基于附图 4（a）的事件研究法模型设定，

依次对+1 期、+2 期和+3 期回归系数进行相对偏离程度的敏感性检验，并绘制图像

如附图 5（a）、（b）、（c）所示（详见附录）。既有文献通常将最大偏离度参数 Mbar 设
定为点估计标准误的 1 倍（Biasi 和 Sarsons，2021），本文尝试使用更严格的统计效力

进行敏感性检验，将最大偏离度参数 Mbar 设定为 0.5（万海远等，2024）。结果表明，

当事前平行趋势假定能在 50% 的水平上被拒绝时，+1 期、+2 期和+3 期的回归系数

仍至少在 10% 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本文估计得到的政策影响系数并非由事前趋势

产生。

（三）安慰剂检验

为避免政策处理效应的偶然性，排除其他潜在因素的干扰，下文采取两种方

式进行安慰剂检验：第一，保持 2013 年真实试点时间不变，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

选取与真实政策干预数量相同的虚假处置组样本，构造虚假的政策变量代入式

（1）进行回归，重复上述随机试验 1000 次后得到的估计系数绘制成图像如附图 6
（a）所示。第二，随机抽取与真实政策干预数量相同的虚假处置组样本，并在

［2011，2016］的年份区间内随机赋予虚假处置组一个虚假的政策冲击年份，从而

构造出虚假政策变量并代入回归，同样重复上述随机试验 1000 次，所得估计系数

绘制图像如附图 6（b）所示。观察上述两张图可以发现，虚假政策变量的估计系

数均近似地以 0 为中心呈正态分布，并且真实工伤预防试点政策所产生的收入分

配效应均远大于虚假政策冲击，表明本文所识别的政策因果关系大概率是真实可

靠的。

（四）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排除回归结果依赖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特定度量方法，以下将基准回归

使用的要素成本增值法修改为：第一，企业缴纳的以养老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险费并

未进入职工个人账户，而是进入统筹账户，用于支付退休职工养老金的再分配，而

非用于在职劳动者收入的初次分配。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令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年已缴纳社会保险费）/（营业收入-营业支

出+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固定资产折旧），代入式（1）重新回归的结

果如附表 3 第（1）列所示。第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LIS 的数值区间为［0，1］，参考

魏下海等（2013）的研究，在原本度量的基础上进行 Logistic 转换并取自然对数值，即

ln［LIS/（1-LIS）］，重新回归结果如附表 3 第（2）列所示。以上两列回归结果显示，在

替换被解释变量后，本文的核心实证结论保持稳健性。

（五）修改聚类层级

基准回归的稳健标准误聚类至城市层面，这里尝试改变这一做法，即在附表 3
列（3）中，将式（1）的稳健标准误聚类至企业层面。此外，工伤预防试点工作中强调

对高风险行业的监督和管控，同一城市不同行业受到的政策干预强度存在差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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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附表 3 列（4），又进一步将稳健标准误聚类至城市—行业层面。两列回归结果

显示，在调整稳健标准误的聚类层级后，工伤预防的估计系数依然在 1% 水平上显

著为正。

（六）控制变量有效性检验

一些连续性控制变量有可能是工伤预防政策变量的结果变量，这种“坏控制变

量”可能导致控制效果不佳，影响回归结果的精确性和一致性。对此，本文进行以下

两种控制变量有效性检验：在附表 3 列（5）中，将原有的控制变量更换为基期的控制

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在附表 3 列（6）中，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的

二次项，以更充分地吸收残差项信息，尽可能逼近残差项独立同分布的理想假定。

与表 1 基准回归相比，以上两列回归结果并无实质性变化。

（七）排除各层级差异

1. 企业差异

处置组与控制组企业之间在生产经营决策、内部治理或外部资源禀赋等方面

难免存在差异，这可能造成政策处理效应出现或高或低的估计偏误。鉴于此，将企

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资产净收益率、所得税税负和现金净流量这五个企业层面控

制变量作为特征协变量进行 1∶1 和 1∶2 的倾向得分匹配（PSM），筛选出与处置组企

业特征得分最接近的控制组企业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附表 4 列（1）和列（2）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在 PSM 匹配损失大量样本后，工伤预防的估计系数依旧在 1% 水平

上显著为正。

2. 行业差异

不同行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风险有较大不同，工伤预防试点政策文件指出，

要盯紧工伤事故或职业病高发的重点行业，因而不同行业的政策执行力度存在差

异。2003 年《关于工伤保险费率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3〕29 号）将国民经济行

业按照工伤风险程度，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行业，附表 4 列（3）将

一类低风险行业剔除后重新回归。2015 年《关于调整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5〕71 号）重新调整了工伤风险行业分类，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八类

行业，附表 4 列（4）将一类、二类和三类行业剔除后重新回归。以上两列回归结果

显示，工伤预防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了即使排除低风险行业企业，基准回

归结论依然保持稳健。

3. 地区差异

申报工伤预防试点城市的基本要求是至少在城市层面实现工伤保险基金统

筹，附表 4 列（5）剔除所在地工伤保险基金实现省级层面统筹的企业，以排除工伤

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方式的干扰。此外，工伤预防工作曾于 2009~2010 年在河南、广

东和海南的部分城市进行过探索性试点，这些有过试点经验的城市可能比其他首

次试点的城市在政策落实方面表现更好，这容易造成政策效应的高估，故而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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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6）剔除了先行探索性试点城市的企业后重新回归。以上两列回归结果支持基

准回归结论。

（八）排除其他替代性解释

提高劳动要素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直都是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是迈

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关键（方明月等，2022；邢小明和应兆琦，2024），因而在本文样

本期内（2011~2016 年），存在诸多并行的政策调整或制度变革，其影响可能混入甚

至掩盖工伤预防的处理效应。为排除潜在的替代性解释，下面通过引入政策变量

的方式进行排他性检验：一是户籍制度改革是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为当地就业

的劳动者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改革。本文根据 2014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

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 号），以 2013 年常住人口的自然对数值作

为该项改革的强度变量，并与 post2014（2014 年及以后取值为 1，其他取值为 0）构成

交互项，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代理变量。二是 2012 年起的“营改增”试点工作涉及

两大主体税种，对企业生产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参照既有文献的做法，构

造了 2012~2016 年分地区分行业逐年铺开的“营改增”政策变量。三是金税三期工

程试点是税收征管数字化和现代化的标志性事件，本文根据试点进程构造了

2013~2016 年分地区逐年向全国推广的金税三期政策变量。四是固定资产加速折

旧政策显著影响了企业关于资本与劳动要素的生产投入决策。本文根据《关于完

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 号）和《关于进一步

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06 号）两项政策文

件，按照试点时间和行业类型构造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政策变量。五是自 2004 年

《最低工资规定》（2004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1 号）颁布以来，各城市相继推出

最低工资标准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直接影响了企业劳动雇佣成本（杜鹏程等，

2022）。本文以城市各年的最低工资标准取自然对数值作为最低工资制度的代理

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六是随着数字经济、人

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的发展，智能制造作为高阶制造业态和新型生产方式，对企业

生产经营和传统劳动力市场均产生了系统性、全局性的冲击。本文参考沈坤荣等

（2024）的研究构造了智能制造产业政策变量。将上述六个政策变量分别加入基

准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附表 5 所示，在控制住其他政策的影响后，工伤预防的收

入分配效应未见明显改变，也即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变化（显著上升）仍由工

伤预防提供因果解释。

五、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1. 效率提升效应

本文利用人均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值衡量企业劳动生产率（牛志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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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此外，分别利用半参数估计 LP 法和 OP 法，按照“投入—产出”逻辑估计企

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体来说，用企业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值衡量总产出，用年

末职工人数取自然对数值衡量企业劳动要素投入，用年末固定资产总额取自然对

数值衡量企业资本要素投入，用购买商品或劳务支付的现金取自然对数值衡量企

业中间品投入。然后，分别利用上面构造的三个效率指标来验证工伤预防对企业

的“效率提升效应”。表 2 列（1）显示，工伤预防显著提高了以人均营业收入标示

的 TFP，列（2）和列（3）进一步证实了工伤预防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提升效

应。这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相符，即工伤预防通过效率传导帮助企业扩大了初次收

入分配的“总蛋糕”（詹新宇等，2023）。

2. 福利优待效应

企业在岗职工薪酬支出反映了劳动要素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实际获得的收入。

基于此，本文定义如下变量：劳动要素报酬的相对规模=ln（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年末职工人数）；考虑到社保费中存在不进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再分配

收入，本文定义如下变量：劳动要素报酬的净规模=（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本年已缴纳社会保险费）/职工人数。分别使用上述两个指标来验证工伤预

防试点工作对劳动者的“福利优待效应”。表 2 列（4）和列（5）的回归结果一致表

明，工伤预防显著提高了在岗职工的薪酬福利，帮助他们分到了“更大蛋糕”（方明

月等，2022）。这印证了理论分析的经验判断，即工伤预防通过改善待遇优化了要

素收入的初次分配。

表2 机制检验

变量

工伤预防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值

（1）
效率提升效应

人均营业收入

0.019*

（0.011）
是

是

是

479008
0.094

（2）

TFP（LP 法）

0.012*

（0.006）
是

是

是

465442
0.081

（3）

TFP（OP 法）

0.026**

（0.011）
是

是

是

474953
0.158

（4）
福利优待效应

工资率

0.030***

（0.008）
是

是

是

479008
0.157

（5）

净工资率

0.024**

（0.009）
是

是

是

475411
0.102

注：同表 1。

（二）异质性分析

在工伤预防试点过程中，不同特征的企业或地区对政策实施所产生的结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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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差异，从而表现为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同影响。本文通过构建调节效应模

型针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异质性探究，具体如式（3）所示。其中，Mea 是代表各类

异质性特征的 0~1 调节变量，η1 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不仅反映试点政策异

质性效应，有助于发现工伤预防试点工作的作用“盲区”和“强点”并明确未来工作

重点，还可以进一步强化前文机制检验的因果逻辑和经济直觉。其他变量定义与

前文相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Mea 为截面分组，该变量会被企业固定效应吸收，

故而无需再单独加入模型。

LISit = η0 + η1 IIPct × Meait + η2 IIPct + η3∑Conit + ϑi + τt + εit （3）
1. 生产经营风险

工伤预防工作的首要目标在于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及其带来的生产经营风

险，在保护劳动者的同时对市场主体产生“降风险”效应。本文参考 Altman（1968）
的研究，利用式（4）计算出 Z-score 指数来度量企业所面临的生产经营风险程度，

该指数越大表示生产经营风险越小。其中，index1 为净流动资产比率，用营运资

金占总资产之比衡量；index2 为累计获利比率，用留存收益占总资产之比衡量；

index3 为盈利水平，用息税前利润占总资产之比衡量；index4 为资本结构，用账面

价值占总负债之比衡量；index5 为总资产周转率，用营业收入占总资产之比衡量。

分企业算出政策发生前 Z-score 指数的均值，若企业该指数高于中位数，令 Mea 取

值为 1，说明生产经营风险较低，反之 Mea 取值为 0。回归结果如表 3 列（1）所示，

交互项估计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随着工伤预防试点工作的实施，生产

经营风险越低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越突出。这一结论与前文“福利

优待效应”的理论逻辑一致，安全生产环境质量与当地劳动者的待遇紧密相关，企

业风险不确定性与职工福利存在替代关系。工伤预防强化了企业生产安全规制，

有效改善了生产环境质量，实现“降成本”“强信心”的安全效应，最终提升劳动收

入份额。

Z - scoreit = index1 it + index2 it + index3 it + index4 it + index5 it （4）
2. 劳动边际收益

企业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意味着增加劳动要素的成本投入比重，同时缩减其他

生产要素的投入。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企业的生产要素投入决策取决于边际成

本与边际收益的权衡取舍。参考 Ackerberg 等（2015）的研究，本文通过构建式（5），

分行业利用 ACF 方法对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进行估计，并利

用式（6）计算得到企业劳动边际收益 MPL。其中，lincome 为企业营业收入取自然

对数值；lemp_m 为年末职工人数取自然对数值；lfix 为年末固定资产总额取自然对

数值；lm 为购买商品或劳务支付的现金；ϖit 为企业效率。分企业计算出政策发生

前的 MPL 均值，若高于样本中位数就令 Mea 取值为 1，反之，Mea 取值为 0。回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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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表 3 列（2）所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对劳动边际收益较高的企

业，工伤预防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效果更佳。可能的原因是，更高的劳动边际收

益意味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根据边际相等原则，理性企业对劳动要素的投入偏

好自然更高，故而政策处理效应更加凸显，这增强了机制路径中“效率提升效应”

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lincomeit = ξ0 + ξ1 lemp_mit + ξ2 lfixit + ξ3 lmit + ϖit + εit （5）
MPLit = ξ1 × ( lincomeit lempm it ) （6）

3. 职工维权意识

工伤预防试点工作明确要求，增强职工的守法用法维权意识，有助于提升职工

谈判地位，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工伤保险相关政策以及安全生产措施落

到实处。鉴于此，本文利用企业所在地区当期受理劳动者申诉案件数量与常住人

口数量的比例（案件人数比）作为衡量职工维权意识的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

CNRDS，如果案件人数比越高，说明职工所在地区的维权意识越强。分地区计算出

政策发生前案件人数比的均值，当其高于样本中位数时，Mea 取值为 1，反之 Mea 取

值为 0。回归结果如表 3 列（3）所示：交互项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职

工维权意识越强的地区，工伤预防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推动作用越有效。由此

可见，增强职工维权意识是提升在岗职工福利待遇、保障其权益最大化的有效

途径。

4. 劳动力流动性

就业机会与工资待遇是劳动者着重考虑的关键因素。本文借鉴蔡庆丰等

（2021）的研究，利用式（7）度量企业劳动力流动性 flex。其中，lemp_m 为企业年末职

工人数取自然对数值，lemp_c 为企业年初职工人数的自然对数值。指标 flex 越大，

说明企业年初至年末在岗人员的变动越大，劳动力流动性越强。分企业计算得出

政策发生前指标 flex 的均值，并以各年份中位数为标准，若企业劳动力流动性高于

它，Mea 就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回归结果如表 3 列（4）所示，交互项估计系数

显著为负，表明劳动力流动性越差的企业，工伤预防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越

突出。劳动力流动性差还意味着就业稳定性强，这间接表明了“稳就业”是稳步提

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基础前提。

flexit = |lemp_mit - lemp_cit|( lemp_mit + lemp_cit ) 2 （7）
5.企业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企业在当地生存与发展的“土壤”，根据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19 年国务院令第 722 号），主要包含市场主体保护、市场环

境、政务服务、监管执法、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企业的资本配置、劳动雇佣、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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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经营决策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利用城市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金额规模（FDI）作为

企业营商环境的代理变量，其值越大代表对外资吸引力越强，营商环境越好。分城

市计算出政策发生前 FDI 的均值，若企业所在城市的 FDI 均值高于样本中位数，就

将 Mea 取值为 1，代表企业营商环境相对较好，反之，Mea 取值为 0。回归结果如表 3
列（5）所示，在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工伤预防对企业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效应

越强。

6. 职工培训环境

工伤预防工作的要点之一在于通过开展培训切实提升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

等专业技能。本文利用企业所在地区劳动技工培训学校中生产实习指导老师的人

数与培训人员中属于在职职工的人数之比作为职工培训环境的代理变量，数据来

源于 CNRDS，其值越高代表职工培训环境越好。同样地，分地区计算出政策发生前

该指标的均值，如果企业所在地区高于中位数，就将 Mea 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回归结果如表 3 列（6）所示，在职工培训环境较为优质的地区，工伤预防产生的劳

动收入分配效应越明显。其潜在逻辑是，企业员工如有机会通过在职培训提升劳

动技能和工作熟练度，实现从劳动力向人力资本升级，那就有可能在初次分配中获

得更大份额收入。

表3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工伤预防×调节

变量

工伤预防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值

（1）
生产经营

风险

0.012***

（0.001）
0.000

（0.002）
是

是

是

479008
0.094

（2）
劳动边际

收益

0.008***

（0.001）
0.003

（0.002）
是

是

是

478989
0.094

（3）
职工维权

意识

0.008***

（0.003）
0.002

（0.002）
是

是

是

479008
0.094

（4）
劳动力

流动性

-0.002*

（0.001）
0.008***

（0.002）
是

是

是

478983
0.094

（5）
企业营商

环境

0.008**

（0.003）
0.001

（0.003）
是

是

是

477508
0.094

（6）
职工培训

环境

0.005**

（0.002）
0.002

（0.002）
是

是

是

435592
0.088

注：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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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坚持“投资于人”的发展理念，强调经济发展成果充分惠及全体劳动者，其

内涵既要求事前事中对劳动者能力与健康的保护，也要求事后劳动者报酬与个

人实际贡献相匹配。本文在“安全与发展”的底层关系逻辑下，创新地探讨了保

障劳动者健康安全对其收入分配地位的影响机理，为中国优化初次分配结构并

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思路。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 2013 年

工伤预防试点作为投资于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实证检

验其对企业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工伤预防能显著提升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工伤预防分别通过效率提升效应和福利优待效应共同作用于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生产经营风险较低、劳动边际收益较高或

劳动力流动性较弱的企业，以及职工维权意识较强、市场营商环境或职工培训

环境较优的地区，工伤预防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更加明显。根据上述结论，本

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地方政府应当进一步强化工伤预防试点政策的运用，适当提高工伤预防

费用的提取比例，丰富工伤预防项目内容，并严格规范项目管理，确保政策落到实

处，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目前，工伤预防形成了“意识培养—行

为规范—环境优化”全链条防护，在“保劳动”“增分配”上成效显著且仍大有可为。

各个统筹地区可以结合本地工伤保险基金的收支结余情况，将工伤预防费用的提

取比例从 2% 上调至 5% 或更高水平，支出内容除了传统的宣传、培训工作，还要进

一步加强高风险技能培训、专家常态化巡查监督、职工年度健康体检或先进典型奖

励激励等；除了进企业面向在岗职工，还要进社区面向居民、进高校面向学生（“准

劳动者”），通过以案讲法和现场演示，积极营造全民重视工伤预防的良好氛围，形

成集体性的安全文化自觉。构建工伤预防项目“前端严审预算、中端监管实施、后

端评估问效”的全流程管理模式，严惩资金浪费或寻租腐败行为，切实降低工伤事

故伤害和职业病的发生率。

第二，工伤预防工作既要做到全面覆盖，杜绝漏洞和盲区，也要做到重点突

出，密切关注高风险的地区和行业，实现有限工伤预防费用的优化配置。工伤事

故风险是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各地政府要积极统筹发

展和安全，筑牢预防优先理念，全面提升劳资双方的工伤预防意识和能力。根据

异质性分析结论，工伤预防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存在相对低效情形，尤其是生产

经营风险较高、劳动边际收益较低或在岗职工流动性较大的弱势企业，和职工维

权意识较弱、市场营商环境或职工培训环境较差的低禀赋地区。因此，工伤预防

工作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因地、因企制宜。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工伤预防”，利

用 AI 技术精准、敏锐地识别工伤事故风险的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人群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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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实时提醒潜在安全隐患，实现从“人防”到“技防”的跨越，使工伤预防工作事

半功倍。

第三，坚持“投资于人”重大战略，把更多经济资源投向人的全面发展，助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工伤预防在本质上是“投资于劳动者”，通过事前防范保障劳

动者拥有长期且更强的岗位胜任能力和收入获取能力。本文的机制分析验证了

工伤预防的“效率提升效应”，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

由此可见，国之根本在于民，民之根本在于人。人的健康安全是社会生产力进步

的动力源泉，既在供给侧作为生产者提高效率，也在需求侧作为消费者升级需

求。因而，各级政府要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方面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

所向的惠民政策。提升社会保险制度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分类别、分步骤地纳入

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协同发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不

同险种对劳动者的“兜底线”作用，并加大财政经费投入，稳步提高保障待遇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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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s of Investing in People: 
Evidence from Work Injury Prevention Pilots

HUO Wenxi1　TANG Feipe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2.School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Summary： To optimize the patter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roposed to continuously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remuneration in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However， if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workers are not protected， increasing their income is meaningless. Therefore， protecting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workers is a prerequisite for increasing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and maintaining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In 2023， China pro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to 
closely integrate ‘ investment in things’ with ‘ investment in people.’ Work-related injury 
insurance is a fundamental system of investing in people， as it targets all workers， focuses 
on protecting their health and safety， and covers the entire work process. The insurance 
premiums are fully borne by employers， ensuring that workers can receive medical 
treatment and economic compensation in the event of safety accidents or occupational 
diseases. It comprises three aspects-work injury prevention （WIP）， work injury 
compensation， and work injury rehabilitation. Among them， WIP is proactive and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workers.

In 2013， China selected 50 cities to carry out pilot projects for WIP， allowing them to 
extract approximately 2% of the income from work injury insurance funds for publicity and 
training to enhance the self-protection awareness of local worker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safety awareness of enterprises to reduce accident rates from the source. This study 
takes this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and uses national tax survey data and urban panel data 
from 2011 to 2016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WIP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enterprises and conduc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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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tudy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IP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enterprise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including parallel trend 
test， placebo test， replacement of dependent variable， modification of standard error， 
change of control variable， exclusion of systematic differences， and exclusivity test， the 
above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still hold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WIP has 
both an “efficiency effect” and a “welfare effect，” which together affect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enterpris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of WIP is more pronounced in enterprises with lower operational risks， 
higher marginal labor returns， or weaker labor mobility， as well as in regions with 
stronger awareness of rights protection， better business environment， or better training 
environment. The above conclusion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and optimiz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of factors.

This study makes the following three contributions： We expan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work injury insurance and prevention in academia.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ly uses 
provincial data or a small amount of data from listed companies， which results in 
insufficient sample refinement and representativeness. Moreover， they only focus on the 
intuitive effectiveness of security governance. This study uses enterprise data from a 
national tax survey to investigate the indirect governance effect of WIP. We reveal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protection and labor income shar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WIP. Most domestic literature focuses on the Labor Contract Law， Social Insurance 
Law， or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However，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re is little literature on work injury insurance-let alone research on its impact 
on income distribution. W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ity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of WIP. We find that WIP does not impose additional 
burdens on enterprises bu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labor productivity， increase enterprise 
income， and improve labor remuneration， achieving a win-win situation for bo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Keywords： Invest in people； Occupational Injury Prevention； Labor Income Share； 
Income Distribution； Social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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